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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求学、就业和婚恋是青年社会发展的三大核心议题，其中婚恋帮助青年实现从原生家庭 （family of
origin）向目标家庭（family of destination）的人生转型。[1]当我们试图理解婚姻家庭行为时，社会性别视角因

其有效的解释力而备受青睐，它揭示了社会性别机制对婚姻家庭行为的规训作用，即文化的优势是如此

之大，以至于个体行动需要符合“男 / 女”的性别期待。但若从性别文化变迁视角审视上述判断便不难发

现，社会性别机制并不等同于性别刻板印象。在主张文化影响力的同时应尽可能避免陷入文化决定论，以

降低刻板印象或偏见产生的可能性。尤其在“传统”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婚姻家庭行为可能同时包含情感

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现代社会，对诸多相关问题的解读需要更加谨慎，女博士婚恋问题便是其一。
“女博士”在我国第一次以群体身份亮相是现代教育平等思想演进的产物。1993 年 1 月 12 日《中国妇

女报》刊登了《最高学位女性照样争雄》，文中称“1983 年我国仅有一位女博士，而相隔十年这一数字改写

为 1,149 位”。2009 年教育统计年鉴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女博士毕业生达 17,480 人，在校女博士生 80,000
人。女博士生队伍的日渐壮大，引起了大众话语和学界对该群体的关注并聚焦于婚恋问题，然而从“愁

嫁”、“恨嫁”到“高知剩女”，这些说法反映出一个事实：女博士群体的婚恋已经被贴上“困难”标签。

二、女博士婚恋问题的话语建构

女博士婚恋问题最早见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多以“白天愁论文，晚上愁嫁人”、“老大难”、“剩女”等
负面形象出现。腾讯网《剩女时代谁来结束单身女博士》一文称清华、北大、中科院三所高校里接近 80%的

女博士处于待嫁状态，60%的女博士连男朋友都没有，女博士成为“剩下的果实”等。[2]这种负面形象从何而

来？不排除个案存在的可能性，但张国平与韩宁等人的研究发现，女博士媒体形象的报道立场、报道主题

与报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该群体的刻板印象。比如报道立场以负面优先[3]，例如，《女博士征婚背上

30 多万元的债务》，《高知女性面临婚姻难题———学位证不敌结婚证》，等等；而报道的主题则集中于女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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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反思女博士“婚恋难”刻板印象的形成，大众话语及现有研究对女博士婚恋问题存在

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常见的梯度婚配理论与性别角色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性别机制塑造的父权

制文化意识形态和性别社会分工制度带来的性别不平等致使高学历女性婚恋困于囹圄。然而，

前述两种解释方案由于忽略性别文化变迁与相关非文化因素而常常面临陷入性别二元困境的

危险。厘清女博士婚恋问题以及避免由“婚恋难”刻板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更新社会性别

研究视角。通过分析人口结构和 242 位在校女博士婚恋价值观调查数据发现，当前我国各年龄

组的女性基本处于短缺状态，随之而来的结构性婚姻挤压主要集中于男性群体，而女博士群体

面临的个别“婚恋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性婚姻挤压。与此同时，女博士所面临的家

庭与事业的多重角色冲突是家庭关系变迁和社会分工结构变革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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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情感生活所遭遇的不幸，并通过重复报道模式强化报道效果，例如，一则“耶鲁女博士被杀”的新闻竟被

重复报道 47 次。[4]可以说，正是大众话语逐渐塑造了女博士“婚恋难”的刻板形象。
学界关于女博士婚恋问题的研究基本围绕性别不平等展开，其理论根基为社会性别机制。1975 年，美

国人类学家鲁宾以“交换女人”为题，首次提出“社会性别机制”（Sex/Gender System）概念，认为“两性之间

的生物差异可以转化为社会差异，并以此维系一套不平等的社会制度”。[5]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

更进一步明确指出这套社会性别机制即父权制度，它将决定两性的权力关系。[6]国内不少学者认为对女博

士认知的歪曲化是男性传统权威符号暴力的作用结果。[7]2000 年以后国内就女博士婚恋问题相继展开的

证明或正名的代表性经验研究,如寇征 2000 年对北京 117 名在校博士生的婚恋观问卷调查；莫文斌对湖

南某大学 2002 级博士班 9 个女博士婚恋家庭倾向的访谈，以及孙晋平对武汉市 102 位博士研究生的婚

恋调查，从不同侧片反映了女博士在“婚”（婚姻家庭）和“恋”（择偶婚配）两方面遭遇难题。究其原因，中国

传统的梯度婚配模式决定了男性择偶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高学历教育推迟

了女博士介入婚姻市场的年龄以及较高的择偶标准导致其在婚姻市场上处于非优势地位，[8][9] 与此同时，

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更有可能面临择偶资源限制，[8][9][10][11]传统文化“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持

续支配着两性社会角色的建构，使女博士在家庭和事业之间遭遇角色冲突。[11][12]

三、研究概述

无论是梯度婚配还是角色冲突的理论解释都强调了中国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中“男高女低”的社会

性别机制。如果考虑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和青年择偶的个体能动性两个因素，这一判断是否仍然成立？本文

试图从新社会性别视角厘清女博士婚恋问题并使用个案数据增加解构分析的说服力。数据来源于全国第

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 2009 年南京市八所高等院校的 242 位在读女博士生的婚恋问卷调查。调查一方

面通过语义差异量表考察女博士群体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并在其基础上通过“婚恋家庭”指标观察

女博士的择偶意愿和婚恋观念，试图与梯度婚配理论对话；另一方面从“职业与压力”指标出发探讨女博

士角色冲突状况。调查随机抽样发放问卷 300 份，有效回收问卷 242 份。
样本情况如下：受调查的女博士中，20～24 岁 25 人（占 10.3%），25～29 岁 158 人（占 65.3%），30～34

岁 39 人（占 16.1%），35～40 岁 19 人（占 7.9%）；文科 96 人（占 39.7%），理科 70 人（占 28.9%），工科 76 人

（占 31.4%）；已婚 85 人（占 34.8%），未婚恋爱 107 人（占 44.2%），未婚单身 50 人（占 20.7%）。

四、反思“婚恋难”的问题合理性

婚恋行为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在于其情感性，情感性意味着个体行为更容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因而婚

恋难易程度的可测度性和可比性更加难以把握。如何设计测量规范才能确保个人在此规范下表达的观点

具有有效性和真实性？无论是大众话语还是已有研究都较少关注“婚恋难”的判断标准，女博士“婚恋难”
更多地被视为研究起点而非研究假设。本研究从认知视角出发，以“择偶难度感知”和“压力来源”两项指

标测量女博士对“择偶难”程度的认知。
当被问及“是否觉得女博士择偶难”时，51.2%的女博士认为存在“择偶难”，值得一提的是，持此观点

的女博士中六成是未婚的。40.2%的女博士将之归因为女性高学历让男性望而却步，36.1%的女博士认为

长期求学错过婚恋最佳时期，而认为女博士择偶标准高导致“择偶难”的比例仅为 17.2%，即在 242 名女博

士中，过半女博士认为存在择偶难题且主要归因于年龄大、学历高和择偶标准高。
年龄作为女博士择偶的第一道关卡影响作用到底多大？相关数据呈现，总体上八成女博士处于或婚

或恋的状态（其中已婚者占比 34.8%），但婚恋状态在年龄分布上呈现显著的组间差异，婚恋年龄主要集中

在 25～34 岁年龄区间，同时随着年龄增加未婚单身比例下降，30 岁及以上年龄区间未婚单身女博士的比

例不到 2%。
能否从女博士分年龄婚恋状态数据推论出女博士年龄与“婚恋难”的因果关系呢？婚恋难易程度是一

个相对概念，两组数据的对照足以表明缺乏参照群体即缺乏可比性的难易判断难以令人信服。关于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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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数据显示，2005 年全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3.5 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 26 岁。2006 年“华人婚

恋匹配心理研究”对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调查发现，十省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 27.1 岁，男性 29.2 岁，其

中南京市女性平均结婚年龄 27.0 岁，男性 28.5 岁。与前者相比，女博士群体的结婚年龄略迟于全国女性

平均结婚年龄，但与后者比较年龄差异缩小，女博士婚恋年龄的问题因参照群体不同其表现不同。
“学历”以及“择偶标准”变量也面临着是否选取了合适的参照标准的问题。学历影响女博士择偶一直

被作为不证自明的准则，然而调查数据表明，44.2%的女博士对伴侣学历并没有明确要求，50.4%的女博士

认为伴侣学历需要达到本科或硕士学位，而要求伴侣必须为博士学位的比例仅为 5.4%。相比较而言，伴侣

的“性格脾气”（32.84%）、“能力才干”（29.21%）和“健康状况”（13.44%）成为女博士择偶的三大标准，家庭

背景、相貌气质、兴趣爱好、经济收入等因素也考虑在列。因为缺乏同性别或性别间择偶标准的比较分析，

难以判断女博士择偶标准的高低。
即便选取了适合的测量指标和参照群体，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信息的真实性问题。婚恋难易的认知由

个体经验的自我感知（“我看我”）与社会认知在自我认知领域的反映（“我看人看我”）构成。女博士自我认

知和社会认知的配对样本 T 检验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该群体的自我认知态度积极，尤其对自

身知识属性（“聪慧 - 呆板”、“知性 - 愚昧”）评价很高；相应的除了“强势 - 弱势”变量之外的八组配对属

性的社会认知评价均低于自我认知评价（见表 1）。

一项对年轻人的千人两性人格特征调查表明，女性对男性的评价和男性对自己的评价几乎完全一

致，而男性对女性的评价则与女性对自己的评价有很大出入。[13]从认知角度来看，通过社会性别的认同完

成了两性的心理建构。在波伏娃看来，“女性是被造出来的”，乔多萝认为就算性别气质的心理过程是有意

无意建构的结果，但它通过社会关系被制度化地再生产出来。佟新将之总结为社会性别机制对性别不平

等的作用，强调以父权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文化和实践通过建构两性气质在社会心理层面划分两性差

异，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大众传媒再生产出刻板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14]那么，“年龄大”、“学历高”、“择

偶标准高”的女博士所感知到的“婚恋难”是父权文化凝视下的真相还是社会建构的刻板印象呢？这需要

进一步研究。

认知维度
自我认知

均值

社会认知

均值

成对差分
df

Sig.
（双侧）均值差 标准差 均值标准误

开朗 - 孤僻

热情 - 冷漠

时尚 - 落伍

大方 - 拘谨

灵巧 - 木讷

快乐 - 苦闷

魅力 - 无趣

丰富 - 单调

聪慧 - 呆板

知识 - 愚昧

强势 - 弱势

2.31
2.34
2.76
2.13
2.55
2.55
2.30
2.34
1.69
1.55
2.60

3.08
3.05
3.53
2.63
3.00
3.07
2.94
2.94
2.18
1.73
1.92

- .766
- .718
- .777
- .496
- .447
- .513
- .640
- .594
- .485
- .171
.676

1.197
1.036
1.142
1.038
1.180
1.275
1.308
1.299
1.378
.714
1.233

.077

.067

.074

.067

.077

.083

.085

.084

.089

.046

.080

238
237
237
237
236
237
238
238
238
239
23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表 1：女博士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配对样本 T 检验

注：围绕女博士“知识属性”和“女性属性”设计的语义差异量表通过语义分化为成对属性设置递增赋值区间，以“聪慧 -
呆板”配对属性为例，非常同意聪慧的赋值 1，比较同意聪慧的赋值 2，无所谓的赋值 3，比较同意呆板的赋值 4，非常同意呆

板的赋值 5，数值表示被调查者认知偏向度，数值越小越倾向于积极评价，反之倾向于消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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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梯度婚配与两种类型的婚姻挤压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家都认为，理解中国的家庭制度和文化是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线索。在中国传统

的社会制度与家庭制度中，男性家长具有最高统治权力。因而“为了巩固婚姻家庭制度，社会建立起一整

套以男性利益为中心的生活规则，约定俗成的择偶方式便是其中之一。”[15]它常常被表述为“男高女低”或
“梯度婚配”，即是男性择偶倾向于选择年龄比自己小、学历比自己低的女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没有文化

的女性并不存在太大的‘失婚’危险，但高学历的未婚女性却极有可能因为缺少在文化水平上可以匹配的

男性而‘失婚’。”[16]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梯度婚配模式所造成的是择偶标准的差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性别

的心理差异。通过社会性别机制塑造女性生理、心理和经济特质逐渐形成女性社会从属地位[17]，使年龄和

学历双高的女博士因择偶资源受限而遭受婚姻挤压。
这里有必要区分两类婚姻挤压的概念，一般所指的婚姻挤压是就人口结构而言，“在一夫一妻制社会

中，婚龄男女人数、比例失调，导致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发生困难。”[18]笔者将之称为“结构性婚姻挤压”，而

在男性素质与男性社会地位普遍高于女性的传统社会，由于男性“平娶”成功率远低于“下娶”婚配策略，

由此逐渐形成的梯度婚配所导致的部分高学历和高收入女性面临的择偶困难则更多地表现为“文化性婚

姻挤压”，即由于婚配文化导致的部分男性和女性发生择偶困难的现象。无可否认的是，梯度婚配理论对

于解释择偶偏好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其成立的前提条件是：男性具有资源优势且缺乏足以匹配的女性

资源。然而社会变迁带来的两性教育差异的缩小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梯度婚

配模式得以继续存在的前提。
从博士学历人口构成看，1998 年 至 2009 年间，无论是毕业博士生还是在校博士生其总量呈快速上

升趋势，且男女比例差距逐年缩小。1998 年博士生男女比例达到 5:1，而 2009 年这一比例接近 3:1。国家统

计局 2010 年第二次全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资源清查数据同样显示，2009 年全国拥有 R&D 人员

318.4 万人，其中女性 78.9 万人，占总数的 24.8%。我们不排除局部领域女性比例高于男性比例的可能性，

但仅从人口总量构成看，女博士即便在考虑学历匹配的情况下，其择偶资源的可选择范围也不会受到特

别限制，男性“平娶”的择偶范围正在不断扩大。（见表 2）
表 2：1998～2009 全国女博士生人数（含高校与科研机构）

资料来源：1998～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http:/ / www.moe.edu.cn/

进一步分析全国适婚年龄的人口结构，近来部分研究利用 200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析

“剩女”现象，认为 22~39 岁的适婚年龄女性总数高于男性且主要集中于城市，究其原因，“男高女低”婚姻

梯度模式使高学历、高收入女性遭遇婚姻挤压。[11]试比较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 年全国 1%抽样数

据（见表 3），后者因不含现役军人统计而使得男性人口数量大幅减少，而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

实际情况则正好相反：即便在考虑 2 岁婚龄差的情况下，11 岁至 30 岁（即是现在的 21~40 岁）男性人口总

数仍然多于女性人口总数，并且根据“不同口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未来过剩男性在 3,000~5,000 万，2010
年以后中国将经历几十年的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18] 我们所看到的 17～24 年龄区间的女性 （现在的

年份
毕业女博士生

年份
在校女博士生

人数 占总比 人数 占总比

在校女博士生

人数 占总比
年份

占总比
年份

毕业女博士生

人数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1277
2054
2361
2896
3813
5321

16.95%
19.90%
21.46%
22.51%
26.05%
28.29%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8046
11945
16151
22304
30503
39666

20.45%
22.10%
24.00%
25.97%
28.05%
29.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6707
9896
11890
14384
15633
17480

28.61%
35.76%
32.80%
34.69%
35.73%
35.92%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51945
62310
70468
75776
82086
85858

31.37%
32.57%
33.87%
34.06%
34.69%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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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1 岁

12 岁

13 岁

14 岁

15 岁

16 岁

17 岁

18 岁

19 岁

20 岁

男性

13110848
12779621
13619530
12023710
10598460
10468201
10275677
11783695
9752137
9315481

女性

12026830
11796570
12663114
11166366
9830866
9845225
9789371
11316732
9370801
9078328

性别比

109.01
108.33
107.55
107.68
107.81
106.33
104.97
104.13
104.07
102.61

男大女 2 岁

1592700
227140
- 2064654
698165
444811
1938470
- 37234
- 2001251
177258
441017

年龄

21 岁

22 岁

23 岁

24 岁

25 岁

26 岁

27 岁

28 岁

29 岁

30 岁

男性

9548059
9519345
9119685
10435196
10766946
11674361
12123051
12734628
12931772
14396367

女性

9376763
9312246
8811470
10056601
10369689
11200062
11507384
12065763
12228609
13615977

性别比

101.83
102.22
103.50
103.76
103.83
104.23
105.35
105.54
105.75
105.73

男大女 2 岁

- 257078
1122950
1955476
1617760
1753362
1534566
1424388
2330604
588548
646183

27～34 岁，女博士群体主要集中于该年龄段）由于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人口生育率转型导致性别比偏低而

难免遭遇一定程度的婚姻挤压。
学历和人口结构因素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门当户对”意味着人们在择偶时受到社会阶

层、文化背景等因素的限制。社会学家默顿将择偶标准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性标准，包括经济、社会地位

等；二是情感性标准，包括感情和谐等因素。[19]传统“男高女低”梯度婚配让人质疑的是传统文化对成长在

中西文化交融时代的当代青年群体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伴随着理性化和市场化，个人的择偶婚恋行为同

时受到情感标准和工具标准的双重驱动，具体到 242 名女博士，情感理性相关指标（如性格脾气 32.84%、
兴趣爱好 5.33%）和工具理性相关指标（能力才干 29.21%、经济收入 4%、家庭背景 2.4%）共同影响女博士

的择偶标准。如果说结构性婚姻挤压难以消解,那么文化性的婚姻挤压则可以通过婚恋观念的更新和变革

得以缓解甚至消除，但两种类型的婚姻挤压都面临着解决方案的滞后性问题。社会学家奥格本发现了“文

化堕距”，即文化变迁远没有社会变迁来得快。面对未来严峻的男性结构性婚姻挤压，“男高女低”的婚恋

观和婚配策略已不再适应社会需求，“优势”人口（在收入、教育等方面具有一定择偶资源优势的人口）将

占据婚姻市场竞争优势，“平娶”、“平嫁”或“下嫁”都将成为常见的婚配竞争策略。同时,在知识经济时代，

丰富的文化资本及其承担家庭责任能力的增加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减女博士在婚姻市场上的年龄劣势。

六、社会性别分工与婚姻家庭关系

最后再让我们从性别分工切入两性家庭关系与女博士面临的角色冲突。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家国

同构”的传统使得家庭始终作为中国社会的基本分析单位，因而“公共性父权”能够以“私人化父权”的形

式出现在家庭关系中，形成“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佟新从劳动分工中扮演和面临的压力不同出发，

认为男性角色的社会负担和压力重些，女性负担和压力多体现在家庭角色上。[20]西方社会认为性别角色的

定义反映了“两性相似”与“两性相异”两股对立力量之间的张力[21]，这两股力量的博弈在中国现代历史上

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显著变化：1949 年之前，女性角色主要围绕家庭展开；1949~1978 年间，男性与女性在

生产和生活的诸多指标上的平等化水平都较高；1978 年后，市场化改革带来性别分工的重新配置，致使改

革初期大量女性下岗回归家庭，家庭权力关系一度复归到 1949 年前的状态，但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和

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现代中国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突破传统的内外格局，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劳动业

已成为当前社会分工的主流趋势。但目前仍有学者将女博士在婚姻家庭和事业发展之间存在的角色冲突

归纳为“来自家庭、职业、学术方面的有形性别束缚和身份认同的无形发展屏障。”[12]

如果将女博士角色冲突归咎于“学历惹的祸”未免流于表面，其实质是婚姻家庭制度变迁与性别社会

分工变革对两性角色及角色关系的重新定义。我们将“夫妻 / 伴侣关系”作为因变量，逐步纳入影响伴侣性

表 3：第五次人口普查同年龄段男女人数与性别比（2005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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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需要 婚恋质量（满意度）

家庭地位

成就需要 学业 / 事业精力投入

伴侣职业

伴侣学历

本人职业

女博士就业现状

生存需要 本人收入水平

家庭收入水平

其他变量 年龄

学科类型

调整 R 方

N

模型一

B（标准系数）

.725***

.053

0.366
173

模型二

B（标准系数）

.671***

.087**

.148**
- .122**
- .106**
- .037
.052

0.522
173

模型三

B（标准系数）

.680***

.10*

.172**
- .137*
- .096*
- .039
.035
- .023
- .071
.049
.020
.524
173

说明：回归分析样本为处于婚恋状态的女博士；***P<0.01; **p<0.05 ; *P<0.1

表 4：家庭关系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别关系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女博士家庭所面临的角色冲突具有明显的非经济特征，结合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笔者尝试提出家庭角色的冲突模型（见表 4)，即家庭角色冲突主要围绕三个层次的核心需

求展开：生存需要、关系需要与成就需要。生存需要是为满足家庭存活而提供的生理及安全保障，主要反

映为个人及家庭收入水平两项指标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程度。从回归系数看，经济因素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随着个人及家庭收入的提高而减弱，同时经济因素对女博士家庭关系的影响较小。由此可见，女博士家庭

面临的角色冲突在生存需要层次表现并不明显。关系需要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求，回归分析表明，婚恋

满意度和家庭地位成为影响夫妻 / 伴侣关系的重要因素 （回归系数表明影响力程度分别为 0.68 与 0.1）。
围绕家庭地位与两性关系的研究是当前家庭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大多数结论证实女性对家庭贡献的提高

以及教育差异的缩小等因素使得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束缚逐渐减弱，夫妻关系趋于平等化。[22]成就需

要冲突更多指向职业发展，关注于家庭成员的自我实现。其中女博士对学业 / 事业投入的精力成为影响家

庭关系的主要因素(回归系数 0.172)。从 242 名女博士调查数据看，65.7%的女博士认为自己具有强烈的家

庭意识（相比较 28.0%的女博士更看重事业），尤其是处于婚恋状态的女博士更加重视家庭，未婚单身的女

博士在家庭和事业重心选择上比例相当（各约占 50%），而处于婚恋状态的女博士对家庭的重视程度随着

年龄的增长递增，30 岁以上年龄区间，80%的女博士认为家庭比学业和事业重要。尽管如此，仅有 2.1%的

女博士将主要精力置于家庭，98%的女博士将时间精力投入于学业和事业，而经受学业压力和就业压力者

分别占比 55.52%和 21.46%。正是主观上强烈的家庭责任与行为上的事业取向给女博士带来多重压力，不

同压力紧张度将使得女博士面对不同程度的角色冲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博士家庭面临的角色冲突受经济因素影响较小（侧面印

证了高学历增加高收入的可能性的假设），主要集中于关系需要和成就需要。事实上，从家庭核心转向事

业核心的角色冲突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一项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是否结婚不能解释为什么女性在学术

生涯中总是比男性更多地处于助理位置，但是婚姻确实在其中扮演者一定的角色，例如孩子未满 6 岁的

女性比起男性来，更容易处于未工作状态。[23]马缨、曹爱华与傅克等人的研究关注了女博士职业成就“高位

缺席”的现象，[24][25][26]但遗憾的是在归因方面仍然没有跳出将“传统社会性别意识视为文化根源”的局限。
如何从新社会性别视角理解女博士所面临的角色冲突？戈夫曼角色理论认为社会角色的扮演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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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互动关系，角色冲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互动关联域的角色扮演过程中实然角色（个体对角色期待

的理解与角色扮演能力）与应然角色（角色的社会期待）之间存在角色差距。以往的社会对“好妻子”的要

求是相夫教子、孝顺公婆，而很少对男性提出要求；而在现代社会，夫妻共同工作，都有各自的事业，女性

既是妻子，同时也和丈夫一样可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27]由此可见，应然角色并非一成不变，某一角色的社

会期待会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和重塑。在现代劳动性别分工体系中，女性的普遍就业一方面

是为了保证家庭存续而采取的应对国家和市场经济变化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则受到女性就业动机及其

自主意识增强的影响，冲破了传统性别文化的制约。

七、余论

从新社会性别视角反思女博士婚恋问题，发现串通性别文化因素之外的诸如家庭制度变迁、分工结

构变化、资源稀缺和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埃利亚斯、哈布瓦奇、霍布斯鲍尔等社会学家都认为传

统同样会经历社会变迁，现如今指向已渐模糊的“传统”已不再是封建含义上的传统，其本身在中西文明

多次争论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特质与转向。面临即将来临的结构性婚姻挤压，更新和适度引导一种适合当

代社会需求的青年婚恋价值观对于消除文化性婚姻挤压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大众话语与学界在关注青

年择偶婚嫁问题的同时，更加需要重视婚姻质量的提升与家庭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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